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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产生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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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概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所建构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产生的背景，然后介绍两个最具

代表性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并分别简要地讨论两个模型的设定问题，最后在对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进

行评价的基础上，就该模型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前景谈谈我们的看法。 

关键词：结构主义思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新发展；评价 

中图分类号：F224.0          文献标识码：A 

 

 

从战后初期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结构主

义的经济发展思路。持这一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们主张，发展中国家政府应当实行大规模的

计划化，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难题。为了使国民经济计划化具有可操作性，发展经济

学家尝试用投入－产出和线性规划这两种数学分析工具建构数学模型。60 年代初，随着可

计算一般均衡模型（the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以下简称为 CGE 模型）

问世，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历经多年孜孜不倦的探索，使原有的 CGE 模型中的新古典

色彩趋于淡化，并通过提出结构主义的假设而赋予 CGE 模型以强烈的结构主义特征。从 70
年代末开始，一批结构主义的 CGE 均衡模型纷纷登上了发展经济学的学术舞台。 

一、结构主义思路 CGE 模型产生的背景 

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与之相伴随的结构变迁(the Structural Change)的分

析，历来是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结构变迁”有时又被称作“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它们被 H.B.钱纳里经常交替地加以使用。在有的场合，“结构

转型”被定义为“需求、生产、贸易和就业构成的一组互相关联的变化，而需求、生产、贸

易、就业构成的各自的变化又反映了因收入水平提高而产生的资源配置格局转移的不同方

面”1；在其他场合，“结构变迁”则被定义为“一个传统的经济体制向一个现代经济体制的

转型”2。由此可见，结构主义者实际上是将“经济发展”与“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

当作同义语来使用。这意味着，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旦完成了结构变迁过程，它便完成了工业

化，进而实现了从不发达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转变。 

长期以来，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变迁过程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

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 P.G.克拉克 H.B.钱纳里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对产业结构之间的关

联问题进行了探讨，S. 库兹涅茨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对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进行

了趋向性的描述，H.B.钱纳里和 M. 塞尔奎因在 70 年代运用相关分析对同发展中国家经济

增长相伴随的结构变迁作出了广泛的统计上的解释，等等。 

结构主义者在分析结构变迁时，不仅使用了统计和计量方法，还使用投入—产出方法，

他们力图用这一方法来克服统计或经济计量方法局限于仅仅分析经济总量，而无法体现经济

系统中的各个部门具体细节的缺点。在结构主义者看来，投入—产出方法不仅有助于描述经

济结构，同时还能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具体的操作摸式。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改进，大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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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规划模型的求解趋于简单化，使得这种数学工具被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和政策问

题。线性规划模型不仅可以对经济系统进行模拟，而且还能把微观主体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来，

甚至可以分析复杂的政策规划。线性规划模型在处理数据方面所具有灵活性是投入－产出模

型所无法比拟的，但在有些场合，由于灵活性太大，又将使线性规划模型在一定程度上难以

满足经济分析严谨性的要求。因此，结构主义者希望寻找到更为理想的数学分析工具。20
世纪 60 年代初，CGE 模型的问世给结构主义者点燃了新的希望。 

    三部经典性文献被公认为 CGE 模型发端的标志，它们是：L. 约翰森（L. Johansen）
于 1960 发表的著作，A. C.哈伯格（A. C. Harberger）1962 发表的论文，以及 H.E.斯卡夫

（H.E.Scarf）与 T.汉森（T.Hansen）1973 年合作完成的著作。挪威经济学家 L.约翰森建

立了第一个多部门内生价格的经验模型，用于分析挪威的资源配置。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多

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其中包括投入——产出关系、生产中的要素替代、收入形成、依赖于价

格的消费需求关系等方面。他在理论上的创新，在于他在模型中将内生价格和替代效应包含

在其中，因而他被认为是最早从动态方面对一般均衡进行了经验总结并在付诸应用方面作出

努力的经济学家；他在数学分析上的创新，在于他首先把 CGE 模型中的所有方程线性化，

然后再通过简单的矩阵转换来对这些线性的近似方程求解。A.C. 哈伯格构建了一个一般均

衡模型，用以计算一般均衡体系中扭曲所造成的成本和收益，以便分析税收对整个经济带来

的影响；他还以应用福利经济学的传统理论为基础，发展了一个严密的可用于对社会计划进

行计算的评价体系。H.E.斯卡夫和 T. 汉森在 1973 年合作完成的著作中，把对 CGE 模型求

解公式化地表述为一个找到不动点的问题，即通过过度需求方程组在构造一个从价格到价格

的图型中找到不动点。这种方法被认为系 H.E.斯卡夫所首创。与此同时，对不动点的差分

计算方法也被用来对适用于发达国家的一些 CGE 模型求解。 

从数学分析方法的相互承继关系来看，CGE 模型以投入－产出模型的内核为基础，因

而它可以看作是对投入－产出模型的拓展。然而，运用于发展中国家的 CGE 模型在引入新

古典生产和需求函数并且把价格机制作为均衡调节变量的同时，加进了非线性方程和内生价

格，并借助于众多的假设对发展中国家中的供求行为给出了明确的解释。因此，后来涌现的

CGE 模型虽然兼有新古典市场调节机制，但更多地凸现出鲜明的结构主义特征。结构主义

者在设计 CGE 模型时，放弃了完全竞争、具有高价格弹性的市场运行良好、产品和要素市

场自由流动等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代之以种种结构主义的假设。这包括行为方式表现

出非最大化特征；非均衡价格调节机制和市场非结清；资本异质；一定时期内资本存量为固

定，而且资本在部门之间很少流动；部门间的租金率不等；宏观经济不稳定；制度和结构呈

刚性；等等。结构主义者旨在通过这些假设说明，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结构刚性”不仅使经

济不存在各种替代的可能性，而且也对人们的经济行为起约束和阻碍作用，进而证明新古典

经济学所描述的理想的市场环境在发展中国家不存在。 

1978 年，I.阿德尔曼和 S.罗宾逊在借鉴 L.约翰森 1960 年模型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

含有 3000 多个内生变量的有关韩国收入分配的 CGE 模型。1980 年，F.J.莱西和 L.泰勒开

发了一个运用巴西的数据分析收入分配的 CGE 模型。随后的几十年里，涌现了各种 CGE
模型，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大量的现实经济和政策问题相继进入了 CGE 模型分析的视野。 

二、具有结构主义思路典型特征的 CGE 模型 

由于受篇幅所限，本文不打算对各种结构主义的 CGE 模型进行全面的介绍，而是选择

了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模型，它们是：阿德尔曼——罗宾逊模型和莱西——泰勒模型。 

1、阿德尔曼——罗宾逊模型 

    1978 年，I.阿德尔曼和 S.罗宾逊设计了一个侧重于微观层面的 CGE 模型，从建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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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策操作两个方面探讨了 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60 年代末韩国的收入分配问题。鉴于该模

型的具体结构十分复杂，要想在本文中全面地展示该模型实在是勉为其难。这里我们将先介

述该模型的基本框架，然后简述模型设计者力图在模型中所要陈述的观点，以及他们对部门

分类、劳动市场、劳动收入、价格机制、储蓄——投资平衡条件、贸易平衡条件等方面所做

的设定。阿德尔曼——罗宾逊模型的基本方程式及主要变量可表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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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投入产出系数、部门价格权重、税率、居民储蓄率、政府储蓄率、投资量和劳动供给量。 

I.阿德尔曼和 S.罗宾逊认为，任何一个经济中的收入分配由两大类因素所决定：第一类

因素(如生产函数、资源禀赋、需求模式等)涉及经济的基本方面，对第一轮收入分配起决定

性作用；第二类因素为制度因素，对第一轮收入分配施加影响，使之适应那些在政治上有影

响力的社会集团的目的。第二轮收入分配的效应非常重要，足以抵消在第一轮分配中起作用

的政策工具所造成的影响而有余。由此出发，他们所建立的 CGE 模型旨在模拟，当存在追

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和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家户时，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运作既遵循了新古

典传统，又显现出某些非均衡的、非新古典传统的特征。整个模型由一个静态的、阶段内调

节模型（a static, within-period adjustment model）同一个动态的、跨时调节模型（a dynamic, 
inter-temporal-adjustment model）联结而成；在每个阶段上，调节的程度不仅因为政府限

制厂商的行为（特别是限制外贸部门）而受约束，而且还受特定类型资本存量、农业和工业

生产中自我经营者的不流动性、工资结构刚性等因素的约束；在各阶段之间，某种程度的调

节弹性是因为资本积累、人口增长和迁徙、自我经营者数量的变动以及生产规模的结构发生

变动而产生的。他们证明了，尽管市场结清过程是决定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但收入分配显

然还受到制度刚性和对市场非均衡的调节不完善的影响。整个动态模型表现为某种“蹒跚式

均衡”（lurching equilibrium）的特征。他们的研究结果，“支持了结构主义的观点，而没有

支持主张政策干预具有减少不平等的可能性因而应当进行边际改革的观点”3。 

    为了展现 CGE 模型的结构主义特征，I.阿德尔曼和 S.罗宾逊在建构其模型时作了复杂

的设定。第一，在部门分类方面，整个经济分为 29 个生产部门（包括经过特别处理的农业、

服务业和自我雇佣部门），每个部门按就业人数分为四种规模的厂商，中间投入品被赋予投

入—产出的刚性性质，并以替代弹性系数的形式进入生产函数（参见方程（1）—（2））。
第二，在劳动市场和劳动收入方面，对前者的设定采用了新古典主义方法，劳动力价格作为

均衡条件使劳动市场达到均衡（（3）—（4）），劳动力按部门、厂商类别和劳动技能分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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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这一分类使模型中共有 500 多个反映劳动力需求和工资水平的变量，于是，在同一部

门、同一规模的厂商中的劳动者收入将主要取决于各自均衡条件下的工资，因而反映出不同

阶层或同一阶层收入分配状况的差异。第三，在价格机制方面，整个模型设为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描述厂商从金融市场取得资金用于投资的过程；第二阶段描述包括进出口影响在内的

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价格混合作用机制，即一方面，企业生产的用于本国消费的产品的价格由

国内市场决定，另一方面，政府根据企业出口能力的大小规定其出口目标等级，并据此确定

企业应得的补贴和信贷规模，因而也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第三阶段涉及模型动态化的设定，

包括人口增长、技术进步、价格预期等方面的设定。第四，在投资—储蓄平衡条件方面，居

民户依社会经济阶层而分为 15 类，他们具有不同的支出和储蓄函数，方程（12）表明，居

民储蓄和政府储蓄之和等于外生投资。第五，在贸易平衡条件方面，本国生产的产品一部分

用于出口，一部分用于本国消费；一般物价水平影响消费者的决策，并将最终促成国内产品

市场的均衡（（5）—（11））；而方程（13）则为国际收支平衡条件。模型中加入了进出口

函数、关税和补贴、世界市场价格对本国价格的影响等变量和国际收支平衡条件。在出口函

数方面，模型同时考虑了价格作用和政府的数量配给的作用；在进口函数方面，模型将进口

品分为竞争性进口品和非竞争性进口品；在世界市场对本国的影响方面，模型设定了两类影

响，一类是价格由本国市场决定而带来的影响，另一类则同时受国内市场、关税及出口补贴

的影响；在国际收支平衡条件方面，模型设定外国资本流入量为固定，汇率作为内生变量调

节收支平衡。为简便起见，模型中忽略了进出口关税对产品价格的影响，直接用汇率代表其

价格。 

2．莱西——泰勒模型 

    1980 年，F.J.莱西和 L.泰勒构造了一个讨论巴西收入分配状况的 CGE 模型。与前述

CGE 模型不同的是，莱西—泰勒模型将重点放在宏观层面。兹将该模型的基本架构简述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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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为本国流通的由国内产品和进口品组成的混合

产品；ski代表资本收入者的消费倾向，其他变量与前述模型中变量在含义上相同。 

    以上是大大简化了的莱西—泰勒模型，虽然其中很多重要的变量被省略，但仍然保持了

模型的基本架构。方程（1′）—（ 2′）和（8′）—（9′）在含义上与阿德尔曼—罗宾逊模

型中对应方程大体相同。由于莱西—泰勒模型假定工资固定，劳动就业量处于厂商的需求曲

线上，因此，劳动供给曲线具有完全弹性。此外，该模型通过方程（3′）—（ 4′）将资本

租金引入模型中。方程（5’ ）的含义与阿德尔曼—罗宾逊模型中对应方程的含义相同，而

方程（6′）—（7′）使用了 K. 德维斯（K. Dervis）等人于 1982 年提出的 CGE 模型表达

式，即本国流通的产品由进口品和国内产品所构成，其价格按混合产品的平均价格计算，由

此得出物价总指数。方程（ 01 ′）设定汇率为固定，因而使国外资本流入内生化。 

莱西—泰勒模型的设定远不如阿德尔曼—罗宾逊模型复杂。首先，在部门分类方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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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仅设置了 25 个部门，6 种劳动力类别和大约 100 多种劳动收入。其次，在价格机制方面，

该模型将货币因素直接引入消费者行为模式中，使之具有价格机制功能。模型还将物价总水

平设定为调节劳动市场的变量，价格变动同时影响实际工资和劳动就业，进而影响居民的收

入分配；非劳动阶层的收入被设定为固定，但因价格变动将产生价值转移。再次，在劳动收

入方面，莱西—泰勒模型设定了 100 多种劳动收入，同一技能水平上的劳动者从事不同部

门的工作并获取不同的收入，但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则由外生变量所决定，因此，该模型中

的收入分配更多地由价格机制对各种名义变量的影响来决定。复次，在投资—储蓄均衡方面，

总产出被描述为随总需求而变化，储蓄机制具有重要的宏观调控的含义，各种政策所造成的

获利或亏损的状况将通过储蓄—投资失衡而反映出来。最后，在对外贸易方面，模型设定了

固定汇率，国外资本流入成为内生变量。这一设定同拉丁美洲国家将大量借贷用于推行本国

进口替代战略的现实相吻合。 

三、结构主义 CGE 模型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前景 

新古典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都在使用 CGE 模型，但由于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和相关的假

设不同，各自在模型建构上各行其道，因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新古典主义者很少对诸如工

业、农业等具体的生产部门进行分析，他们讨论的是更为抽象和虚拟的“经济部门”。例如，

他们在讨论伴随着市场竞争的开放经济时，总是假设“所有的交易品具有高度替代性，需要

作出的主要的部门划分仅仅在于交易品和非交易品之间”；与之相反，结构主义者强调“部

门之间需求函数或市场函数的差异被假设更为重要”；在发展中国家资源有限流动的背景中，

“部门是重要的”（Sectors matter）4。尽管结构主义的 CGE 模型脱胎于原始的新古典主义

的 CGE 模型，但“青出于蓝而有别于蓝”。结构主义者在吸收和借鉴的同时，保留了自己

的理论传统。H.B.钱纳里曾经对这一传统作了描述，这就是：“试图确认在发展中经济结构

中的那些影响经济调整和发展政策选择的特殊的刚性、滞后性以及其他一些特征”5。这一

传统为当今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所继承。作为新一代结构主义学派领军人物的 L.泰勒在

他新近出版的著作中写道，结构主义学派的基本假设“在于一个经济的制度以及各生产部门

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决定这个经济的宏观经济行为方面起主要作用”6。 

结构主义 CGE 模型的诞生，给结构主义者带来的是“如虎添翼”的效应。80 年代初

以来涌现了一大批 CGE 模型，这包括 M.S.阿鲁瓦利亚和 F.J.莱西 1981 年设计了一个讨论

马来西亚利用贸易余额来实现储蓄与投资的均衡的 CGE 模型；同年 K.德维斯、J.D.莫罗和

S.罗宾迅用 CGE 模型来分析短期内在外汇短缺前提下调节政策的选择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以便说明宏观调节问题与结构调节问题之间的关联；1984 年 I.阿德尔曼用 CGE 模型对比分

析制成品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农业需求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得出后者更适合于

处在外汇危机中的发展中国家的结论；同年 J.D.刘易斯和 S.乌拉塔构造了一个反映土耳其

金融压抑状况的 CGE 模型，其中包括货币、债券和分割的可贷资金市场，使之既能体现该

国大量的结构特征，又能解释包括成本补足定价（markup pricing）机制在内的宏观经济学

含义；1985 年 M.德瓦特里彭与 S.罗宾逊提出了一个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同时实行配给的

宏观的结构主义 CGE 模型，用以讨论凯恩斯乘数对宏观均衡机制的驱动作用；S.德瓦拉江

与 D.罗德里克 1991 年构造了一个含有完全与不完全竞争两个部门的喀麦隆 CGE 模型，以

便模拟贸易自由化对社会福利和就业的影响；次年 F.布尔吉尼翁、W.H.布朗森和 J.D. 莫罗

将工资率、生活水平、金融资产收益、资本利得、政府转移支付都纳入到 CGE 模型中，以

便分析 80 年代贸易条件变化对典型的发展中经济所造成的收入分配效应；1999 年 J.E.泰
勒、A.于奈-诺德、S.汉普顿三人连手建起了一个 CGE 模型框架，就农产品贸易和发展政策

对墨西哥乡村中的生产、收入、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等等。 

从 30 多年来发展经济学界设计和操作 CGE 模型的经历中，人们公认该模型具有以下

独特的优点：第一，CGE 模型能够描述各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并将其置于价格体系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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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激励机制的作用之下，具体地模拟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环境，有利于清楚地说

明政府政策通过价格机制调节对经济带来的影响；第二，CGE 模型具有相当大的伸缩性和

适应性，各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及制定政策的需要设立相应的模型；第三，由于 CGE 模型

的求解技术的日益改进，CGE 模型可用于模拟发展中经济的各种结构性问题，尤其是可以

灵活地设定各种结构性约束，并可得到数值解。虽然这个解并不是模型的预测值，但已足以

反映经济变化的状况。 

    然而，如同所有运用于社会科学的数学分析工具一样，CGE 模型仍然有一些难以解决

的缺憾。第一，CGE 模型可以看成是在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揉入了某些结构主义要素的

产物，但由于这两种思路的相互关系是即排斥又竞争，如何恰到好处地将两者协调起来仍然

是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一个悬而未决的课题；第二，目前的 CGE 模型大多局限于讨论单项或

多项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这表明 CGE 模型仍然没有真正实现对政策先

后次序进行动态模拟的动态分析的效果，虽然动态化的尝试早在阿德尔曼—罗宾逊模型中就

已涉及，但这类尝试多半是采用替换参数的方法来追求动态化的效果，无法体现经济的自我

持续动态过程；第三，目前广泛应用的 CGE 模型主要分析经济政策对确定性经济的影响，

但现实经济中的随机波动普遍存在，从而将影响 CGE 模型模拟政策的效果，因此，在模型

中加入非确定因素将成为未来拓展 CGE 模型的重要研究领域。 

    需要提到的是，近年来，一些大型软件（如一般代数模型系统（the General Algebraic 
Modeling System，简称 GAMS）的开发促成了多部门 CGE 模型的应用，使之以详细的模

型设置更好地模拟现实经济。在这方面，我国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作了有益的尝试。1999 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持开发了动态递归中国 CGE 模型（Dynamic Recursive Chinese 
CGE  DRCCGE），并将其用于模拟现实的经济政策。可以预料，CGE 模型将会在包括中

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找到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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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first, this article gives a brief account of the background in which how the CGE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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